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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氯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农田土壤污染问题仍亟待解决，具有污染浓度低、面积大、新源污染不断输入的特点。农田土壤本身微生物种类丰富，对氯代有机污染物具有较大的降解潜力和未知性。本试验以典型高氯代和低氯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六氯苯（HCB）和滴滴涕（DDT）为研究对象，利用热带地区水稻土和旱地土壤（甘蔗地），结合C14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HCB和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矿化、挥发、降解产物以及结合残留的形成。经84 d好氧培养，HCB和DDT在两类土壤中的矿化量分别为0.14%和3%，DDT的矿化速率显著高于HCB。但是，土壤类型对HCB和DDT的矿化没有影响。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HCB和DDT的挥发量在0.1% ~ 0.6%之间，表明挥发不是其主要的环境过程。堆肥处理增加了DDT在土壤中的矿化与结合残留的形成，却减少了污染物的挥发。结果表明好养条件土壤中氯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自然消解很慢，而有机肥的使用有助于土壤中氯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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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环境归趋行为一直备受关注。尽管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禁止（或限制）生产和使用包括六氯苯（HCB）和滴滴涕（DDT）在内的大部分POPs [1]，但该类物质仍能通过农药化学品的使用、工业生产和废弃物燃烧等过程进入环境[2-3]。DDT具有廉价高效的抗虐疾特性，因此在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仍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 [4]。由于POPs的难降解特性，其在土壤中残留依然十分严重。珠江三角洲、太湖区域、陕西杨林等地农田土壤HCB污染调查显示，农田HCB污染水平为0~6.2 ng g-1[5-6, 22]。DDT的农田土壤污染水平较HCB高出1~2个数量级[5, 7-8]。环境残留的POPs会经土壤植物系统进入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9]。
DDT和HCB在农田土壤中的残留呈现污染面积大、浓度低、新源污染不断输入的特点，微生物降解较化学手段更适用于农田土壤污染修复 [10-12, 23]。土壤微生物对POPs降解有极大潜力，然而，目前以HCB和DDT作为单一碳源生长的专一降解微生物仍鲜见报道。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土壤类型对HCB和DDT自然消解潜力及特性。自然消解是自然条件下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扩散、稀释、吸附、挥发和生物/化学固定等过程，使污染物的毒性、迁移性及浓度降低至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不构成危害的水平[13]。氯代有机污染物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降解行为或许有所不同，已有污染调查表明DDT（包括DDD和DDE）在旱地土壤（如菜地和果园）中的残留浓度高于其在水稻土中的残留浓度[5, 14]。因此，有必要比较微生物作用下不同耕作类型土壤对HCB和DDT的矿化消除能力。
生物刺激（bio-stimulation）是微生物修复技术中的常用手段：即通过添加外源物质，如外加养分、电子受体或小分子苯系物，来诱导并激发土著微生物的降解能力[15]。共代谢土壤微生物可协同降解HCB和DDT，由此推测添加外源养分可促进共代谢微生物活性，从而强化此类污染物的降解甚至矿化。然而，Wang等[7]研究不同施肥类型对DDT类物质农田残留的影响得出，施用秸秆和养殖粪肥会阻碍有机氯农药在土壤中的降解。Liu等[16]报道有机肥的施用减缓了HCB的脱氯降解，而施用尿素却起到了促进脱氯降解的作用。因此，外加碳源对HCB和DDT矿化消除的影响仍有待研究。
已有关于土壤中HCB和DDT降解的报道，往往只局限于测定母体化合物的消除速率或者代谢产物的生成速率[16, 24]。但是，母体化合物的上游代谢转化过程并不代表污染物的彻底消除。而且，土壤基体对污染物的吸附固定也可能导致高估污染物的降解[17]。因此，本研究利用C14同位素示踪技术来研究污染物的挥发、降解与矿化（生成CO2）以及结合残留的形成，从而全面准确评估土壤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和供试土壤
C14标记的六氯苯（14C-HCB，纯度>98%，放射性比活度5.0 mCi mmol-1）和C14标记的4,4’-滴滴涕（14C-4,4’-DDT，纯度>98%，放射性比活度12.8mCimmol-1）来自International Isotopes公司（慕尼黑，德国），苯环上全部C原子均被标记。液体闪烁液Ultima Gold XR，Ultima Flo AF和Permafluor E来自Perkin Elmer公司（罗德高，德国）。CO2吸收液Carbosorb E 来自Packard公司（德莱艾希，德国）。非放射标记的标准品：六氯苯，五氯苯，一氯苯，二、三、四氯苯的同分异构体（4,4’-DDT， 4,4’-DDD， 4,4’-DDE， 4,4’-DDMU和4,4’-DDM）均购自Dr.EhrenstorferLaboratories公司（奥古斯堡，德国）。
供试水稻土采自肯尼亚玛维尔（Mwea）灌溉区域（37o22’00’’ E， 00o42’00’’ N）。该地区自1956年开始种植水稻。供试旱地土壤采自肯尼亚维多利亚流域（Lake Victoria Catchment）地区的甘蔗地（35o 07’ 57.51’’ E ，00o05’04.77’’ S）。该水稻土和旱地土壤经风干研磨过2 mm筛，在室温下储存。试验中使用的堆肥肥料来自花园垃圾，从德国弗莱星附近的一个堆肥场获得。该堆肥过2 mm筛后储存于4℃的冷库，储存过程中堆肥肥料含水量为33%。供试土壤及堆肥肥料的物理化学性质见表1。
表1供试土壤和堆肥肥料的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s and compost tested 
	
	黏粒 Clay
（< 2μm）
	粉粒 Silt
（2～63 μm）
	砂粒 Sand（0.06～2 mm）
	有机碳 TOC
（g kg-1）
	可溶性有机碳 DOC（g kg-1）
	全碳 TC
（g kg-1）

	水稻土①
	45.7
	36.5
	17.8
	20.7
	0.30
	29.0

	旱地土壤（甘蔗）②
	78.6
	14.7
	6.7
	22.5
	0.43
	23.4

	堆肥肥料③
	
	
	
	
	4.74
	185

	
	全氮 TN
（g kg-1）
	pH
	饱和含水量 WHC 1)（%）
	最优含水量 OWC 2)（%）
	饱和含水量(含1.25%堆肥)
 WHC 1) with 1.25% compost（%）

	水稻土①
	1.4
	5.70
	91.5
	63.2
	94.4

	旱地土壤（甘蔗）②
	1.3
	7.70
	58.1
	35.3
	57.4

	堆肥肥料③
	14.1
	7.58
	64.3
	52.0
	


① Paddy soil, ② Upland soil (Sugarcane), ③Compost	注：1）含水量为质量含水量；2）最优含水量是指在-15kpa负压下，土壤容重达到平衡状态的含水量，在最优含水量下土壤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活性最高[18]	Note: 1) “Water content” refers to mass water content; 2) “Optimal water content” to the water content in balance with soil bulk density under the vacuum pressure of -15 kpa. Microorganisms in soils optimal water content are the highest in activity in degrading organic pollutants [18]

1.2 土壤培养试验
在20℃条件下，将供试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以40%的最优含水量平衡两周以复苏土壤微生物。称取45 g （干重）土壤于250 mL的玻璃瓶中。将14C-HCB和非放射性标记的HCB溶解于环己烷溶液中，得到浓度为10 μg μl-1的储备液。用汉密尔顿注射器取150 μl该储备液逐滴加入5 g烘干（105℃，24 h）土壤中。待环己烷挥发后，轻轻地搅拌均匀，并转移至上述250 mL玻璃瓶中，慢慢搅拌使污染物在土壤中均匀分布。土壤中HCB的最终添加浓度为30 μg g-1，总放射性含量为25.13 kBq。14C-DDT的接种处理与14C-HCB的接种过程相同，最终土壤中DDT浓度为30 μg g-1，总放射性含量为33.95 kBq。接种过14C-HCB和14C-DDT的土壤，压实至容重为1.3 g cm-3，将土壤含水量调节至最优含水量（表1），关闭瓶口，在30℃避光条件下培养84 d。每种土壤对每个污染物设置4个平行处理。
1.3 14CO2和挥发性物质的采集
土壤培养的玻璃瓶通过一个密闭的样品采集系统（图1）每周通气2次，每次通气一小时以采集产生的14CO2和14C-挥发性物质。该样品采集系统的第一个蛇形管中含有10 mL二乙二醇单甲（EMME）用于捕获14C-挥发性有机物。第二个和第三个蛇形管中分别添加10 mL NaOH（0.1M），用于捕获14C-CO2。通气结束后， 10 mL EMME吸收液加入10 mL UltimaGlod液闪液，经液体闪烁计数器（Tri-Carb 1900 TR, Canberra-Packard GmbH，德国）测定挥发性有机物放射性含量。取2 mL NaOH吸收液加入3 mL Ultima Flo液闪液，经该液体闪烁计数器测定14CO2的放射性含量。
[image: ]

①应瓶Reaction flask，②安全瓶Safe vessel，③EMME 收集管EMME trapping tube，
④NaOH收集管NaOH trapping tube，⑤流量计Flow meter，⑥气泵Pump
图1通气及样品采集系统
Fig.1 Sketch of the aerating and sampling system


1.4 堆肥对老化DDT矿化的影响
由于HCB的矿化率非常低，所以HCB的好氧培养试验在第84天停止。对于DDT，在实验第84天，将DDT降解的水稻土和旱地土壤各平行样按25 g等分成两份，一份作为对照，另外一份加入1.25%的堆肥。将土壤混合均匀后压实至1.3 g cm-3，在30℃下继续培养试验。每周通气两次收集14CO2和挥发性物质，收集和测定方法同1.3所述。
1.5 样品分析
试验结束后，进一步分析土壤中HCB和DDT的降解产物和结合残留。称取20 g（干重）土壤混合2 g 硅藻土（Sigma-Aldrich，德国），搅拌均匀后加入到加速溶剂提取柱中，用正己烷和丙酮3︰1混合溶剂作为提取液在加速溶剂提取仪（ASE）200（Dionex，德国）上提取[26]。ASE提取程序为：100℃，100 bar压力，1 min预热，5 min静态提取，60%体积冲刷， 100 s吹扫，2次循环。每个样品提取两次，第二次提取的量小于第一次提取量的5%。取1 mL ASE提取溶液混合4 mL Ultima Gold液闪液测定其放射性含量。ASE提取溶液过30 g无水硫酸钠以去除其中水分，再经旋转蒸发仪（Butch，瑞士）浓缩至约5 mL，然后过6 mL弗洛里硅土SPE柱（安捷伦，美国）去除杂质[27]，用50 mL正己烷/二氯甲烷（9:1, v/v）淋洗[23]，再浓缩至10 mL，从而得到纯化的HCB和DDT及其代谢产物，气相色谱待测。
经ASE提取后的土壤用研钵磨粉，称取200~300 mg放入焚烧纸杯，每个样品称取3个平行样，并滴入几滴饱和蔗糖溶液。该土壤在氧化焚烧炉（Oxidizer 306，PerkinElmer，德莱艾希，德国）中焚烧，生成的14CO2经8 mL Carbsorbe E和12 mL Permafluor E吸收并在液闪仪上测定其放射性含量[20]。
1.6 GC测定条件
经纯化的HCB和DDT样品用气相色谱（Trace GC, 2000 Series, ThermoQuest, Egelsbach, 德国），联合PTV进样器，DB-5毛细管柱（长30 m, 内径0.32 mm，涂层厚度0.25 μm, J&W Scientific, 美国）和ECD检测器进行测定，并通过外标法定量。GC 测定氯苯条件：PTV进样器升温程序为3 min内从50℃至300℃；炉温程序为60℃持续2 min，10℃min-1升温至220℃。GC测定DDT条件：PTV进样器升温程序为3min内从50℃到300℃；炉温程序为50℃持续1min，30℃min-1升温至220℃并持续2 min，2℃min-1升温至250℃， 10℃min-1升温至270℃。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甘蔗地）中HCB和DDT的矿化和挥发
图2所示为14C-HCB和14C-DDT分别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14CO2累积生成量。经过84d的好氧培养，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14C-HCB和14C-DDT的累积矿化量分别达到0.14%和3%。14C-DDT培养组的累积矿化量超过14C-DDT标准品的杂质含量（2%），并且其矿化速率在2%之后没有明显衰减，说明14CO2主要产生于14C-DDT而非放射性杂质。然而对于14C-HCB，0.14%的矿化量不能说明14CO2产生于14C-HCB母体化合物。Boul等[33]的研究结果显示非淹水土壤中培养42d14C-DDT矿化量< 0.7%，在淹水土壤中没有观察到矿化现象。Andréa等[17]采用砂壤土培养6周也未观测到14C-DDT矿化生成14CO2。Kengara等[20]采用水稻土壤和旱地土壤厌氧—好氧循环培养461d，结果非堆肥处理组14C-HCB的累积矿化量仅分别为0.3%和0.4%。由此可见，尽管HCB和DDT在土壤中的浓度明显下降（图6），但并不代表被完全消除。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14C-DDT的累积矿化量显著高于14C-HCB。本试验选取的DDT和HCB分别代表了POPs中的低氯代和高氯代污染物。已有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对高氯代POPs的降解能力要明显弱于低氯代POPs[25]。POPs的降解主要依靠好氧微生物产生的双加氧酶或木质素降解酶等进行苯环氧化[19]，氯取代基团因存在空间位阻效应，阻碍酶反应进行。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来自14C-HCB和14C-DDT矿化的累积14CO2生成量没有显著性差异（α = 0.05）（图2）。而研究显示DDT及其主要代谢产物在水稻土中的残留量往往较旱地土壤低 [3, 5, 14, 24]。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旱地（棉花地等）在持续施用含有DDT的农药化学品，如三氯杀螨醇[8]；另一方面是因为水稻土经历厌氧—好氧交替循环。厌氧预培养往往能够强化氯代有机物的降解，对于HCB，厌氧阶段的还原脱氯能够辅助好氧阶段的微生物酶对HCB的矿化降解，苯环氯原子脱去后有利于双加氧酶或木质素降解酶等功能酶进行苯环羟基化反应[28-30]。因此，多重厌氧—好氧循环显著增加了14C-HCB的矿化量[20]。对于DDT，厌氧还原脱氯反应主要生成DDD，而DDD很难发生进一步还原脱氯反应。DDT或DDD共代谢降解菌在厌氧环境中的繁殖扩增可能是其强化降解的主要原因，异化铁还原菌和地杆菌等能够直接以氯代有机物作为电子受体发生还原脱氯反应 [21]，苯环和苯酚矿化代谢菌在厌氧条件下能够直接矿化降解五氯酚、2,4,6-三溴酚等物质 [31-32]，这类降解菌在厌氧条件下也可能作用于DDT。水稻土和旱地土壤（甘蔗地）除了理化性质的差异外（表1），土壤微生物的群落及功能也存在差异。由于水稻土长期经历厌氧—好氧循环，水稻土中厌氧微生物多样性明显较旱地土壤丰富，在厌氧环境下更有利于DDT的共代谢矿化降解，旱地土壤中的好氧微生物多样性高于水稻土，有利于降解氯取代基相对较少的氯苯类物质。本研究采用的是好氧条件，该条件下，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微生物对HCB和DDT的矿化优势可能均未得到发挥。因此，HCB和DDT在这两类土壤中的矿化没有显著性差异（图2）。
图3表示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来自14C-DDT和14C-HCB的累积挥发性物质的量。经84 d好氧培养， 14C-DDT的总挥发量（<0.6%）高于14C-HCB的总挥发量（<0.2%）。尽管水稻土的HCB和DDT的累积挥发量均值高于旱地土壤，但统计分析显示HCB和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累积挥发量没有显著性差异（α = 0.05）。水稻土中累积挥发性物质的量相对较高可能是由于其有机质和黏粒含量均较旱地土壤低，而土壤含水量较旱地土壤高的原因（表1）。


图2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来自14C-DDT和14C-HCB好氧矿化的14CO2累积生成量
Fig.2  Cumulative 14CO2 generated from aerobic mineralization of 14C-DDT and 14C-HCB in the paddy soil and upland soil


图3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14C-DDT和14C-HCB的累积挥发性物质的量
Fig. 3 Cumulative volatile compounds escaped from 14C-DDT and 14C-HCB in the paddy soil and upland soil

2.2 堆肥对老化DDT矿化和挥发的影响
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培养84 d后，矿化率仅为3%，其余DDT在土壤中老化固定，与土壤腐殖质结合或进入黏土层间结构 [17]。添加堆肥的目的在于研究外加碳源对老化DDT矿化的影响。1.25%质量比的堆肥添加量相当于加入了土壤10%全碳量和13%全氮量。对应实际应用，相当于每公顷16.25吨施用量（以表层10 cm土层计）。如图4所示，堆肥处理并未显著影响14C-DDT在两类土壤中的矿化速率（α=0.05），但堆肥处理土壤中14CO2累积生成量高于非堆肥处理土壤。堆肥处理对污染物降解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POPs的降解往往通过共代谢途径完成，在土壤养分贫瘠的情况下，外加有机碳源能够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强化共代谢降解[20]。另一方面，外加有机物料中含有的氮素和腐殖酸类物质能够作为电子受体发生电子竞争作用[16]；大分子腐殖质等可能会吸附固定小分子污染物并降低其生物可利用性[7]，从而阻碍POPs降解。添加堆肥能抑制污染物的挥发，但其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α=0.05）。造成挥发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堆肥中含有的有机碳如腐殖质等加强了HCB和DDT的吸附固定，从而降低了其挥发性。


图4 堆肥处理对14C-DDT累积矿化量和累积挥发量的影响
Fig. 4 The effect of compost application on the cumulative mineralization and cumulative volatilization of 14C-DDT

2.3 HCB和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降解产物和质量平衡
经84 d好氧培养，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可萃取态HCB分别为27.3 ±4.6 μg g-1和28.3±3.2 μg g-1。氯苯产物中只有五氯苯（PeCB）被检测出，分别为0.016±0.003 μg g-1（水稻土）和0.020±0.006 μg g-1（旱地土）。图5所示为14C-HCB归趋分布以及质量平衡，可以发现HCB在水稻土中的结合残留量（11.0%）显著高于旱地土壤。


图5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14C物质的质量分布以及14C-HCB质量平衡
Fig.5 Fraction of 14C-substance and mass balance of 14C-HCB in the paddy soil and the upland soil
图6所示为DDT经过84 d好氧培养与116 d堆肥处理好氧培养以后的产物组成，在水稻土中可提取态p,p-DDT的含量（16.5± 2.5 μg g-1）高于旱地土壤中的含量（13.4± 0.8 μg g-1），主要降解产物为p,p-DDD、p,p-DDE 和p,p-DDMU。水稻土较旱地土壤生成了更多的p,p-DDD，旱地土壤较水稻土生成了更多的p,p-DDE和p,p-DDMU。堆肥处理降低了p,p-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可提取态残留浓度。由14C-DDT的质量平衡（图7）可知，“水稻土+堆肥”处理的表观DDT均值浓度低于“水稻土”，可能是因为前者14C-DDT的回收率仅为83%。而对于旱地土壤，堆肥处理和非堆肥处理回收率分别达到92%和96%。旱地土壤经堆肥处理DDT浓度降低可能是由于DDT更多地转化为DDE和DDMU（图6）。堆肥处理对DDT在水稻土中结合残留（Non-extractable residues，NER）没有影响，却导致旱地土壤中DDT结合残留量增加。堆肥含有的有机碳如腐殖质等对DDT产生强吸附固定，从而增加了其结合残留，同时DDT的挥发量减少（图4）。



①PS, paddy soil; ②US, upland soil
图6 堆肥处理对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可提取态DDT及其代谢产物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f compost on ASE extractable DDT and its metabolites in the paddy soil and the upland soil


①PS,paddy soil; ②US, upland soil
图7 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14C物质的质量分布及14C-DDT质量平衡
Fig.7 Fraction of 14C-substance and mass balance of 14C-DDT in the paddy soil and the upland soil



3 结 论
由于好氧条件不利于发挥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微生物对氯代污染物的优势降解作用，好氧条件下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HCB和DDT的矿化均非常慢，土壤类型对HCB和DDT的矿化没有显著影响。厌氧培养是强化HCB和DDT矿化降解的关键步骤，HCB经厌氧培养发生还原脱氯生成次级少氯代产物，可以在好氧条件下被进一步羟基化，厌氧培养也有利于DDT共代谢厌氧微生物的繁殖扩增。因此，对不同污染物需要做针对性的厌氧—好氧交替管理，单纯的好氧降解往往不能有效地去除此类污染物。HCB和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挥发均比较弱，说明土壤环境中挥发不是HCB和DDT的主要归趋途径。尽管HCB本身在高含水量土壤中的挥发性较弱，但是其次级代谢产物，特别是少于四个氯取代基的产物，挥发是其不可忽略的环境过程之一。尽管堆肥处理在统计学上对DDT的矿化和挥发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总体趋势上堆肥处理略微增强了DDT在水稻土和旱地土壤中的矿化量，减少了其在两类土壤中的挥发量，同时增加了DDT在旱地土壤中的结合残留。从自然消解的角度，动植物残体腐化补充了土壤碳源，有利于DDT的共代谢消除；从工程修复应用的角度，好氧条件下外源碳对强化消除农田土壤中HCB和DDT类物质的贡献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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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attenuation of 14C-HCB and 14C-DDT in paddy soil and uplan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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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amination of farmland soils with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is still a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ake hexachlorobenzene (HCB) and 1,1,1-trichloro-2,2-bis-4-chlorophenyl ethane (DDT) for example, pollution of farmland soils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being low in concentration and vast in area, and new pollutants flow in unceasingly from non-point sources. Farmland soils are rich in microorganisms, which potentiall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grading such POPs. In this study, HCB and DDT were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 of highly chlorinated and low chlorinated POPs, respectively, and soils were collected from a years-long paddy field and a years-long sugarcane field for use to study potentials of the soils naturally attenuating HCB and DDT. 14C-labeled HCB and 14C-labeled DDT were used for tracing mineralization, volatilization, metabolites, and bound residues to overcome the shortage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degradation of compounds. Traditional methods merely monitor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mother compound and/or the metabolites which may be sheltered in soil matrix via adsorption, and result in overestimating of the degradation extent. 14C-HCB and 14C-DDT were spiked respectively into the paddy soil and the upland soil, then incubated aerobically under the optimal water content (63% for paddy soil, 35% for upland soil) in an attempt to get the highest mineralization rate. Both the 14CO2 and the 14C-volatiles were trapped by specific liquid in a closed system and measured with a scintillation counter. 14CO2 production corresponds to mineralization degree of the compounds. After 84 days of incubation, only 0.14% of 14C-HCB and 3% of 14C-DDT were mineralized. ASE extraction showed that penta-chlorobenzene was the only detected metabolites of HCB. DDD, DDE and DDMU were found to be the main metabolites of DDT. In the paddy soil samples, DDD was relatively higher in concentration, whereas in the upland soil samples DDE was. The extremely low mineralization extents indicate that soils are very low in potential of attenuating HCB and DDT naturally. Mere aerobic treatment is not adequate to remove HCB and DDT from soil. It is thereby inferr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reat the polluted soil anaerobically to remove such compounds, because in anaerobic incubation HCB would undergo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which favors aerobic hydroxylation of benzene rings by dioxygenase or lignoltic enzymes, and anaerobic incubation may probab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potential DDT degraders, like the benzene- and phenol-mineralization microorganisms that can trigger ring-cleavage reaction. Comparison between HCB and DDT in the total mineralization indicates that under aerobic conditions, high chlorinated compounds are much more persistent than the lower chlorinated compounds. HCB and DDT were quite low in volatilization, being in the range 0.1% ~ 0.6%, which indicates volatilization is not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HCB and DDT in environment. Besides, compost from garden wast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DDT incubation experiment to simulate effects of exogenous carbon on mineralization and volatilization of DD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ost increased the mineralization and the non-extractable bound residues of DDT, but reduced the volatilization of the substance, however, the effec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rom a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iew, the use of compost to enhancing DDT mineralization was not cost effective. All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reference of good reas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al attenuation of the chlorinated organic compounds in natural soils, and for remediation of soils polluted with such compounds. Since paddy soil and upland soil have their own specific dominant degradation mechanisms, it is more advisable to design case-specific strategies, anaerobic, aerobic or anaerobic-aerobic alternation, to have the pollutants degraded the most efficiently. 
Key word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Compost, Mineralization, Volatilization, Bound resid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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